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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三青少年知覺的親密衝突異質性親子關係類型，以及不同類型在親子互動時的

訊息坦露程度和關係滿意度差異比較。本研究資料擷取自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之「台灣青少

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國一樣本第六波青少年問卷資料。研究樣本為 1,745名高三生，研究變項
包括其與父、母相處時的親密和衝突互動，親子間訊息坦露程度以及對親子關係的情緒滿意度跟

認知滿意度。本研究利用因素混合模式分析（factor mixture model, FMM）進行「親密」、「衝突」
二因子之異質性分析，並進一步利用新進發展的 BCH方法，針對不同類型的親子間訊息坦露程度
與關係滿意度進行差異檢定。研究結果顯示：（一）青少年的親子關係型態，無論是與父親或與

母親皆可區分出三種類型，包括：「親近和諧型」、「矛盾混合型」以及「衝突爭執型」。（二）

其中以親近和諧型（母親：53%；父親：64%）佔最多數，其次是矛盾混合型（母親：41%；父親：
30%），衝突爭執型佔最少人數（母親：5%；父親：6%）。（三）青少年自覺與父親親近和諧的
人數比例高過於與母親的人數；而與母親關係感到矛盾的人數比例多過父親；又，與父親和母親

衝突爭執的人數比例則無明顯差異。（四）最後，「親近和諧型」有最多訊息交流之行為，且對

關係滿意度最高，而「衝突爭執型」不僅鮮少親子間訊息往來，且對關係感到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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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是個體生命週期中持續時間最長且情感連結最緊密的關係（Birditt et al., 2009），尤
其青少年階段的親子關係與青少年的心理幸福感跟犯罪行為有關（Hair et al., 2008），亦對子女成
年後的心理健康狀態造成深遠影響（Berg et al., 2017）。本研究旨在藉由因素混合模式分析（factor 
mixture model, FMM）探究高三生與雙親的親密和衝突互動關係類型，並以新興的 BCH方法檢驗親
子互動中訊息坦露程度和關係滿意度在不同親子關係類型間的差異。相關文獻，分述如下：

（一）青少年中期的親子關係特色

Blos（1967）延伸Mahler分離－個體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的觀點，認為青少年在青春
期會再次經歷分離個體化的過程，逐漸脫離對父母的依賴，展現個人的自主性。與此同時，進入
青春期的子女也因為與同儕互動頻繁，導致其與父母親密連結降低、衝突增加（羅國英，1997；
Branje, 2018; Hadiwijaya et al., 2017）。父母則為捍衛自身管教權而常與子女產生摩擦。換言之，青
春期的親子關係是子代爭取自主權與親代執掌管教權二者間的權力拉扯（De Goede et al., 2008; Van 
Doorn et al., 2011）。Cicognani與 Zani（2010）指出，親子間都一致認為，彼此互動時的親密感受
顯著下降、有較多的被侵犯感、且親子衝突與日遽增。過去研究發現，青春期中段（約 15至 17歲）
是親子親密程度最低，且衝突最高的緊張時刻（Hadiwijaya et al., 2017; Van Doorn et al., 2011; Zhao 
et al., 2015）。
華人父母常把自己對孩子的「愛」與「管教」相提並論，導致青少年在發展自主性的同時，易

因對事物的看法與父母意見相左，讓父母覺得其權威受到挑戰（陳貽照、李美枝，2012）。另外，
當代華人社會仍普遍存在五子登科的社會文化價值，因此金榜題名往往被視為是高中子女盡孝的一
個方式，進而導致學業壓力成為影響青少年親子關係變化的要素之一（葉光輝，2017；葉光輝等人，
2006；羅國英，1997；Karbach et al., 2013 )。尤其在高三的生涯轉折點，子女的學業表現往往是親
子互動時主要張力來源，父母如何適切地陪伴兒女共同度過此高壓力階段，充分考驗著親子關係的
韌性（林惠雅、蕭英玲，2017）。
綜合以上，影響青少年階段親子關係變化的癥結在於子女對個人自主的需求，與父母對其管教

權責界線的劃分與消長。在子代權力爭取與親代界線維護的拉扯過程中型塑出不同的親子關係類
型。尤其當子女處於面臨生涯轉換的高三階段，親子間對於子女的課業表現或生涯抉擇之共識，往
往是影響親子關係變化的焦點所在。故，本研究以高中三年級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在面臨生涯轉
換的關鍵時刻，親子共同經歷對升學或就業的不確定感與緊張感之時，在親職行為的放手與控制間，
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關係及其互動的差異。

（二）親子關係研究的典範轉移

以人為中心的研究取向（person-centered approach）利用潛在類別變項，針對受試者的反應特
性，拆解出若干異質性群體（Hadiwijaya et al., 2015; Howard & Hoffman, 2017）。近來，異質性分
析技術已逐漸被社會行為相關領域學者採納。周玉慧等人（2010）針對青少年與父母之對偶資料進
行分析後，將母子關係區分為「衝突」、「母親子悖」、「母悖子趨避」、「親愛」四類型，父子
關係則區分為「衝突」、「父疏子悖」、「父疏子親」、「親愛」四類型。周玉慧（2015）進一步
探究青少年至成年初期親子關係的變化，發現各時期親子關係均可分為「矛盾型」、「支持型」、
「衝突型」及「疏遠型」，且在不同時期的類型比例會產生變動。Hadiwijaya等人（2015）以荷
蘭青少年為對象發現，親子關係可以區分為和諧型（harmonious）、平衡型（average）、混亂型
（turbulent）、疏離型（detached）四類型。Hadiwijaya等人（2017）針對五波段資料進行潛藏轉移
分析，同樣地將荷蘭青少年歸類成和諧型（harmonious）、權威型（authoritative）、不投入不協調
型（uninvolved-discordant）以及紊亂型（turbulent），且各類型隨著年紀不同而轉移。

Silverstein等人（2010）針對親子關係中的代間連結（solidarity）及代間衝突二向度的分數，以
英國、德國、以色列、挪威、西班牙及美國樣本檢視成年子女與父母的關係。該研究發現成人子女
的親子關係分為和睦型（amicable）、疏離型（detached）、不和諧型（disharmonious）以及矛盾型
（ambivalent）。又，各類型的人數比例隨著不同國家地區的文化而有差異。英國以和睦型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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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普遍存在的是疏離型、美國則為紛爭型、以色列最常見的是矛盾型。上述之研究結果反應出親
子關係內涵的複雜，然而，若同時考量親代性別、子女年齡、乃至文化差異，親子關係類型無有定
數，但大致可區分為四類型。

（三）親代性別對親子關係之影響

青少年與父、母二者間是否存在著不同的情感聯繫和互動意涵，一直是親子關係研究的焦點。
Parsons與 Bales（1955）提出結構功能主義，主張父親和母親具備不同功能性，父親在家中常是提
供經濟資源的工具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s）；母親則扮演著情感抒發的表達性角色（expressive 
roles）。而在華人文化「男外女內」、「嚴父慈母」等的社會角色期待下，子女與母親互動的頻率、
時間、乃至產生情感交流的機會都比父親多。相對地，父親對青少年的需求回應較低、日常生活參
與度低、較少表示關心且溝通機會較少，但子女有嚴重行為問題時，其親職管教更為嚴厲（Shek, 
2000）。因為與父親的互動以生活表面居多，較少有深層的心理情感、問題解決和決策討論的互動，
使得父親與子代較易出現距離感（Lewis & Lamb, 2003）。
反觀多數母親花較多時間與子女相處，除了生活起居照料外，子女與母親互動內容較多涉及

個人深層心理感受，母親亦較能給予溫暖支持、產生積極溝通、提供問題解決等（周玉慧等人，
2010；Collins & Russell, 1991）。因而子女對母親有較多的情感經驗積累和感激之情等，母子（女）
關係亦較為親密（高子淳等人，2019；Liu et al., 2015; Tsai et al., 2013; Zhao et al., 2015），然而與此
同時，母子（女）間也可能因互動頻繁、情感交流而伴隨價值觀相牴觸，更容易觸發衝突（Cicognani 
& Zani, 2010）。尤其母親在撫養青春期子女時，通常承擔直接的教養責任，例如：監督課業、行
為紀律管理、家庭規則維護等，故更容易引發子女自主權需求與母親管教權的紛爭（Brouillard et 
al., 2019）。

（四）親子關係的內涵與評量方式

因各研究的關注焦點不同，對親子關係的定義與測量亦為不同。例如，Bong（2008）與 Park
等人（2004）以「感激」、「內疚感」、「親近感」、「衝突」與「尊敬」作為評估親子關係的面向。
「感激」意旨子女感受到父母所提供的支持；「內疚感」表示子女感覺到自己沒有符合父母的期望
而產生的內疚程度；「親近感」為子女感覺他們與父母的親近程度和信任度；「衝突」則指子女與
父母產生衝突經驗的多寡；「尊敬」表示子女對父母產生尊崇敬重感覺的程度。羅國英（1997）則
從子女對親子關係的主觀知覺，測量子女對父母的正面關係知覺以及衝突知覺，進而編製親子關係
知覺量表。羅國英（2003）進一步將此量表區分出五種親子關係構念，包括：「知心感」乃指青少
年從父母那得到正面支持、理解、分享的程度；「負向情緒」指的是青少年對父母產生的焦慮、不安、
生氣、無奈的程度；「親子衝突知覺」意指青少年對父母常見的管教行為表現出不悅或反抗的程度；
「自主感缺乏」表示青少年在親子互動中感受到限制束縛的程度；「對教養行為的抱怨」指的是青
少年對父母不當或過當教養的描述。吳明燁（2016）則是以「依附程度」、「衝突程度」與「矛盾
程度」三方面來測量親子關係。
當代親子關係量表多改編自 Furman與 Buhrmester（1985）編製的社會關係網絡問卷（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NRI）（Akın et al., 2020; Hutchinson et al., 2019; Niu et al., 2020）。NRI主
要由正向特質和負向特質兩大構念所組成，正向特質包含：陪伴、親密揭露、工具性協助、滋養、
價值肯定、信任合作、提供安全堡壘、情感支持、關係滿意等；負向特質則涵蓋：衝突／爭吵、對抗、
批評、壓力、支配、排除。此量表亦成為後續青少年親子關係類型研究的參考依據，以基本的正負
向互動為區辨指標（Hadiwijaya et al., 2017; Mastrotheodoros et al., 2019; Steinbach, 2008）。國內實徵
研究則以溫暖 –支持（warm and support）的正面互動以及控制 –衝突（control and conflict）的負面
互動，作為捕捉親子關係類型的兩大層面（周玉慧，2015；周玉慧等人，2010）。研究發現，在溫
暖支持親子關係中，子女具高主觀幸福感，不僅對個人生活滿意度高（Wu et al., 2020），對親子關
係滿意度高（Han & Jun, 2014）且更願意進行親子間的訊息溝通（卓馨怡、利翠珊，2008）。相反地，
在控制衝突的親子關係中，孩子感受到的則是恐懼、焦慮、害怕和對立，對親子關係感到不滿，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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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逃避或激烈的方式和父母互動（Cicognani & Zani, 2010; Zhao et al., 2015）。由上可知，親子關
係內涵除了情感支持、依附信任、尊重敬佩、溝通分享等正向內涵外，也包含了衝突、對抗、憤怒
和抱怨等負向元素。在正向關係中，親子關係滿意度高且溝通順暢，在負向關係中，親子滿意度低
且迴避溝通甚至往往出現對立爭執。

（五）因素混合模式概念與 BCH方法介紹

心理學相關研究往往涉及難以直接觀察測量的研究議題，需藉由潛在變項模式（latent variable 
model）的統計技術方能進行研究探討。而潛在變項模式又可依照潛在變項本身的連續或間斷的心
理計量特性而有不同的統計方法。如果研究理論主張該潛在變項屬連續性，而且其分佈型態符合常
態分佈假設，則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便是研究者須採用的統計模式。相對地，如果研究理論
認為該潛在變項屬於次序或名義特性，則潛在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便為適當的資
料分析方式。然而，在實徵研究中，研究者經常面臨其欲探討的潛在變項，同時具備連續與間斷兩
種特性，此時因素混合模式（factor mixture model, FMM）便成為最佳統計方法。FMM可同時以因
素分析估計該潛在變項的連續性強度，並以 LCA拆解出異質性的次群體（Clark et al., 2013; Lubke 
& Muthén, 2005）。FMM依照其模式特性還可以再細分成許多不同種次模式（王郁琮、溫福星，
2012；Masyn et al., 2010），本研究採用半母數因素混合模式（semi-parametric factor mixture model, 
SP-FMM）進行資料分析。具體而言，SP-FMM模式的設定係將各個次群體間的測量模式設定成恆
等，次群體間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則開放自由估計。本研究假設，TYP高三生的親子關係類型差異主
要在於「親密因素」與「衝突因素」的強度差異，而其因素結構在跨次群體間則維持恆定。換言之，
親密的構念結構以及衝突的構念結構，在不同親子關係類型間是完全相同的。
值得注意的是，當以 FMM等 mixture model針對實徵資料進行分析時，研究者除了探討異質類

型外，往往會進一步了解影響潛在類型分類的共變項，以及不同潛在類型可能影響的結果變項。模
擬研究發現，如果同時將輔助變項與測量變項一次性置入 mixture model中進行分析時，輔助變項
的資訊將會干擾甚至嚴重改變原始潛在類別分析的估計結果。從模式建構的技術面而言，研究者利
用可觀察的指標變項（例如本研究的親密與衝突親子關係題項），做為親子關係潛在類型的測量題
項，此部分等同於 SEM的測量模式，也就是 FMM的無條件模式。當研究者進一步利用其他輔助
變項（auxiliary variables），探討潛在類別變項共變項的影響，或探討潛在類別變項與特定結果變
項之間的關聯時（此部分的模式分析等同於 SEM的結構關係模型），研究者便需要特殊處理以防
止分類結果受到輔助變項不當干擾（Asparouhov & Muthen, 2014; Bakk et al., 2014; Bolck et al., 2004; 
Lanza et al., 2013; Vermunt, 2010）。
早期針對此一問題，統計方法學者提出測量、標定、再分析的三步驟方法（3-step method），

而且廣為接受採用（王郁琮、李佳儒，2018；Lanza et al., 2013; Vermunt, 2010）。然而近期模擬研
究發現，當 entropy值偏低或結果變項組間變異量差異過大時，三步驟方法無法有效地防堵輔助變
項對潛在類別分析分類的干擾（Asparouhov & Muthen, 2014; Bakk et al., 2014）。為了因應上述困
境，學者分別提出不同解決之道，其中以 Bakk等人（2014）的修正版 BCH方法最為著名。所謂的
BCH是由 Bolck等人首先提出的方法（Bolck et al., 2004），由 Vermunt（2010）依照三位學者的姓
氏第一個字母正式命名為 BCH方法。本研究使用的是 Bakk等人（2014）改良原始 BCH的修正版
BCH統計方法，內鍵設定程式於Mplus 8.3，分成自動執行以及手動執行兩種方式。本研究採 BCH
自動執行方式探討輔助變項的親子類型平均數差異。簡言之，BCH方法是將 mixture模式估計出每
個受試者潛在類型的條件機率，轉置成為 BCH權重（BCH weights），再將此權重置入輔助變項與
潛在類別變項的結構關係分析中。但統計技術議題偏離本研究主題，關於 BCH的詳細內容，請讀
者自行參閱相關文獻（Asprouhov & Muthen, 2020; Bakk & Kuha, 2018; Bakk et al., 2014）。
綜合以上，本研究從親代性別差異、青少年發展任務特性以及本土文化契合度之角度，探討國

內高三求學階段身心壓力緊繃、與父母密切商討未來發展的時刻，青少年與父親和母親的互動關係
感受為何？其親子關係會展現什麼樣的類型特色？不同關係類型的青少年分別對父母常有的互動行
為為何？不同關係類型親子互動的訊息坦露程度和關係滿意度有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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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資料內容擷取自「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第六波（Taiwan Youth Project，
以下簡稱 TYP）。TYP 始於 2000 年（伊慶春，2019），研究對象為當年就讀於台北縣、台北市及
宜蘭縣公私立國民中學的一年級與三年級學生，共選取 40 所國中、國一和國三各 81個班級，國中
一年級共 2,696人；國中三年級共 2,890人，針對同一批樣本進行長時期的追蹤研究。本研究擷取
TYP國一樣本第六波（高三）之親子相處情形資料，獲有效樣本共 1,745人進行統計分析，其中女
生 857人（46.9%）、男生 888人（48.6%）。

（二）測量工具

本研究各潛在變項之定義乃參照子女感知親子關係量表（Bong, 2008; Park et al., 2004）、社會
關係網絡問卷（Furman & Buhrmester, 1985）以及親子關係知覺量表（羅國英，1997，2003）之部
分題項。其中，「親密感」在本研究之操作型定義為：子女覺得自己願意向父母尋求協助、傳遞情
感以及對父母產生尊榮感；「衝突感」系指子女自覺對父母表現出爭吵或反抗的行為；結果變項的
「訊息坦露」表示親子間對訊息傳遞的開放度、「關係滿意度」代表子女對親子關係的情緒感受度
和認知滿意度。本研究利用 TYP青少年問卷，調查青少年主觀認定其與父母相處時的親密互動情
形，共包含五題，內容為：（1）會問父（母）對重要事情的看法、（2）會注意聽父（母）的看法
或想法、（3）會關心父（母）、（4）讓父（母）覺得很窩心、（5）以父（母）為榜樣；以及衝
突互動共計三題：（1）對父（母）態度不好、（2）很生氣地對父（母）大小聲、（3）因為父（母）
不同意你的看法而跟他爭執。原始題項反應為 0 = 不適用、1 = 幾乎總是、2 = 常常、3 = 一半一半、
4 = 不太常、5 = 幾乎沒有。本研究先將作答為 0者以遺失值方式處理，再將題項得分進行反向計分
並平移到 0分為起始點，從「幾乎沒有」（計分為 0）到「幾乎總是」（計分為 4）。在結果變項
部分，本研究選用「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媽媽／爸爸會告訴你他的想法」、「你不想讓別人知
道的事情，你會讓媽媽／爸爸知道多少？」做為親子間訊息坦露度的指標。以「你和媽媽／爸爸在
一起時快不快樂？」、「過去一年來，對於你和母親／父親的關係滿意程度如何？」反應其對親子
關係的情緒和認知滿意度。「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媽媽／爸爸會告訴你他的想法」的反應選項
為，從「幾乎沒有」（計分為 0分）到「幾乎總是」（計分為 4分）；其餘三題之反應選項從「都
不讓她／他知道、很不快樂、很不滿意」（計分為 0分）到「很多、很快樂、很滿意」（計分為 3分）。

（三）統計分析策略

本研究關注的是高三青少年與父、母之間親密與衝突的親子關係類型，故本研究假定高三樣
本所代表的母群，其親子親密衝突關係存在著若干異質性次群體。本研究資料分析主要採用 SPSS 
23.0及Mplus 8.3（Muthén & Muthén, 1998–2017）兩套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先用 SPSS 23.0整理所
有數據資料並進行敘述統計以及信度分析等。其次，以Mplus針對青少年主觀認定之親密互動跟衝
突互動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因素混合模式分析（FMM）區辨親子關係在親密和衝突此二向度
的異質性分布型態，依據所區辨出的親子關係類型，利用Mplus內建設定的 BCH方法，檢驗親子
間訊息坦露程度與關係滿意度等結果變項，在不同親子關係類型的組間平均數差異。
在模式決策部分，FMM的適配模式決策與傳統的因素分析大為不同。傳統因素分析無論 EFA

或是 CFA，因為服膺同質性假設，其分析結果會提供 CFI、TLI與 RMSEA等絕對適配指標，並有
約定成俗的決斷閾值，例如：CFI、TLI必須大於 .90以及 SRMS必須小於 .10等。但 FMM屬於異
質性假設，分析結果所提供的是一系列相對適配指標如 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a）與 aBIC
（adjusted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等。顧名思義，相對適配指標的數值本身並沒有一個絕
對的閾值可以作為模式是否適配的依據。取而代之的是研究者需要藉由一系列巢套模式的比對，
抉擇出相對適配的模式。BIC與 aBIC等的數值越低，代表該模式與資料的適配性越好（Lub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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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hén, 2007; Muthén & Muthén, 2000）。然而，BIC等相對適配指標的另一缺點是，當模式設定分
出類型個數越來越多，BIC等數值必定越來越小。因此，mixture model的分類個數的抉擇不可以單
單依賴 BIC等指標，必須同時考量以下其他因素（Muthén, 2006）。
除了相對適配指標之外，Mplus所執行的 mixture model報表還會提供 LRT（likelihood ratio 

test）與 aLRT（adjusted likelihood ratio test）兩項統計顯著性考驗。當 LRT與 aLRT出現顯著差異
結果時，代表上述的巢套模式之間，較複雜的分類模式（例如三類），比起相對簡單的分類模式
（亦即二類），在資料適配而言表現較佳。相反的，當 LRT與 aLRT不顯著時，則表示較複雜的
模式比起相對簡單的模式 BIC值雖然較小，但未達統計顯著，因此在遵行精簡原則下，增加的第
三類型是無統計增益效應的。與此同時 FMM也會提供整體模式的熵值（Entropy）和各類型人數及
其比例做為類型個數的決策參考。Entropy的理論值介於 0~1之間，代表的是受試者類型分派的精
準性，Entropy數值越高，代表分類結果越精準（Tein et al., 2013）。亦有統計學者認為類型分派的
精準度與模式適配度是兩個不同概念，因此並不主張使用熵值做為模式適配的考量依據（Celeux & 
Soromenho, 1996）。事實上 mixture model亦會估計出各類型分布的人數與分配比例，呼應實徵研
究經常面臨實務上本就存在主（一般）群體，與次（焦點或校標）群體的事實。然而相較於主群體，
次群體的參數泰半是研究者更關注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 mixture model所拆解出的次群體人數
太少，或其佔總樣本數比例過低時，該次群體的模式參數估計標準誤差就會很大，亦即其估計參數
不精準。因此，檢查各個類型的樣本數是否「合理」是另一個 mixture model適配模式挑選的考量
因素。綜合以上考量後，最佳無條件 FMM模式才得以選定。

結果

依據研究目的以及上述資料分析程序，研究結果分成下列數個主題呈現，包括：研究變項的描
述統計資料、親子關係潛在類別分析、親子關係親密衝突二因素三類型、各親子關係類型之親密衝
突典型行為、以及各類型在親子互動中訊息坦露程度與關係滿意度的差異比較，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描述性資料

從下表 1可知在青少年知覺與母親互動的正向經驗中，平均得分範圍為 1.72至 2.47，其中以「會
問他對重要事情的看法」（2.14）、「會注意聽他的看法或想法」（2.22）、「會關心他」（2.47）
分數較高。衝突題項的反應平均數則介於 1.21至 1.46之間，分數普遍為低，僅有「因為他不同意
你的看法而跟他爭執」（1.46）略高。表示青少年雖願意關心母親、聆聽且詢問母親對重要事件的
看法，但當母親意見與其相左時，便容易觸發親子衝突。在青少年與父親互動中，在親密題項的評
分平均數介於 1.49至 2.16，相同地，以「會問他對重要事情的看法」（1.72）、「會注意聽他的看
法或想法」（1.92）、「會關心他」（2.16）分數居高。衝突題項得分範圍是 1.01至 1.21，亦以「因
為他不同意你的看法而跟他爭執」（1.21）略高。可見，青少年與父親和母親的互動型態不盡然相
同但相似，會關心父母、尋求父母對重要事件的看法，但也因父母意見與其不合而起爭執。
在結果變項題項中，得分越高表示親子間越願意表露自己的想法或訊息，以及子女對關係感到

愉悅且滿意。在母親部分，得分平均數範圍為 1.27至 2.34。於父親部分，平均得分則介於 1.00至
2.18。且均以「你和媽媽／爸爸在一起時快不快樂？」得分最高（母親：2.34；父親：2.18）。值得
注意的是，無論與母親或父親互動經驗中，「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媽媽／爸爸會告訴你他的想
法」（母親：2.22；父親：1.93）均高於「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你會讓媽媽／爸爸知道多少？」（母
親：1.27；父親：1.00），顯示在面對攸關青少年的事件時，父母會主動表達其意見和想法，然而，
青少年對父母卻有較多的訊息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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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親子關係各變項之描述性統計資料摘要表

母親 父親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親密測量變項

1. 會問他對重要事情的看法 1790 2.14 1.18 1740 1.72 1.22

2. 會注意聽他的看法或想法 1789 2.22 1.08 1740 1.92 1.16

3. 會關心他 1790 2.47 1.03 1741 2.16 1.14

4. 讓他覺得很窩心 1791 1.74 1.01 1740 1.49 1.05

5. 以他為榜樣 1790 1.72 1.11 1740 1.63 1.15

衝突測量變項

1. 對他態度不好 1790 1.34  .96 1740 1.17  .98

2. 很生氣地對他大小聲 1790 1.21  .99 1740 1.01 1.00

3. 因為他不同意你的看法而跟他爭執 1790 1.46 1.05 1740 1.21 1.06

訊息坦露程度測量變項

1. 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媽媽／爸爸會告訴你他的想法 1791 2.22 1.20 1739 1.93 1.28

2. 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你會讓媽媽／爸爸知道多少 1816 1.27  .86 1792 1.00  .76

關係滿意度測量變項

1. 你和媽媽／爸爸在一起時快不快樂 1811 2.34  .66 1791 2.18  .75

2. 過去一年來，對於和母親／父親的關係滿意程度如何 1796 2.05  .61 1752 1.90  .69

（二）親子關係異質性類型

本研究首先針對親密與衝突的對應題項進行一因子驗證因素分析發現該模式適配指標並不理
想（父親 CFI = .61、TLI = .46、SRMR = .19、RMSEA = .22；母親 CFI = .60、TLI = .45、SRMR = 
.18、RMSEA = .22）。進行二因子驗證性因素分析後發現，該模式適配指標均達理想值（父親 CFI 
= .96、TLI = .94、SRMR = .04、RMSEA = .09；母親 CFI = .96、TLI = .94、SRMR = .04、RMSEA = 
.09），又，「親密感」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於 .85 ~ .58之間（父親）、 .88 ~ .55之間（母親）；而「衝
突感」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則介於 .82 ~ .71之間（父親）、 .87 ~ .67之間（母親）。各分量表的信度
分析發現，母親與父親的親密分量表之係數分別是 .88與 .90；衝突分量表則分別是 .87與 .88，
代表各分量表題項的內部一致性都非常高。CFA分析發現與母親的親密與衝突二因子間呈現負相關
（-.12），與父親的親密與衝突二因子間接近零相關（ .01），又，檢視親密與衝突八個題項的 EFA
分析發現，所有題項的跨因子因素負荷量都非常低且不顯著，代表親密與衝突二因子具有區辨效度。
綜合以上結果，高三時期的青少年無論與父親或者與母親的「親密」與「衝突」之行為背後，反映
兩個不同因素。換言之，青少年與父、母之間所蘊藏的親密和衝突是「潛在」且「連續」的心理構念。
因為驗證性因素分析已確認親密與衝突為二因素，本研究進一步針對親密和衝突潛在連續變項

背後，是否存在平均數與變異數異質性的次群體進行分析。關於 FMM類別數的選取，本研究同時
參考 BIC、aBIC、LRT、aLRT和 Entropy等模式適配指標（Lubke & Neale, 2006; Lubke & Muthén, 
2007），進行模式比較以及各類型人數分配比例在實務層面的合理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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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FMM模式適配指標摘要表
分析模式 BIC aBIC LRT aLRT Entropy 各類別人數

母親 -FMM21 34631.93 34555.68 n.a.

母親 -FMM22 34576.49 34490.71 .00 .01  .57 （728, 1063）

母親 -FMM23 34481.12 34385.81 .00 .00  .76 （742, 98, 951）

母親 -FMM24 31774.57 31669.74 .06 .07 1.00 （576, 155, 548, 512）

父親 -FMM21 34212.95 34136.70 n.a.

父親 -FMM22 34160.54 34068.41 .05 .05 1.00 （24, 1717）

父親 -FMM23 33947.01 33851.71 .00 .00  .80 （101, 518, 1122）

父親 -FMM24 31058.50 30953.66 .05 .06 1.00 （122, 681, 511, 427）

註：n.a.代表不適用。

表 2呈現 FMM模式適配指標摘要表，從表 2結果發現，單從指標值而言，BIC跟 aBIC的數
值如預期般隨著類型個數增加而降低，表示親密與衝突的因素分數分配拆解隨著組別數的增加，
模式適配度也隨之提升。但當分成四類組時，LRT與 aLRT的顯著考驗 p值均未達顯著，代表分成
四類組並未比分成三類組顯著提升模式的適配性。進一步考量分類人數的合理性後，本研究選定
二因素三類型的因素混合模式（FMM 23）為高三親子親密衝突關係的較佳適配模式（母親：BIC 
= 34481.12，aBIC = 34385.81，Entropy = .76；父親：BIC = 33947.01，aBIC = 33851.71，Entropy = 
.80）。在以二因素三類型為最佳適配模式後，進一步檢視親密感與衝突感的因素負荷量，FMM23
親密感與衝突感之因素負荷量如表 3。 

表 3
FMM23親密感與衝突感之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母親 父親

因素負荷量 標準誤 因素負荷量 標準誤

親密測量變項

1. 會問他對重要事情的看法 .99**  .02 1.03**  .02

2. 會注意聽他的看法或想法 .96**  .02 1.02**  .02

3. 會關心他 .83**  .02  .92**  .02

4. 讓他覺得很窩心 .65**  .03  .76**  .02

5. 以他為榜樣 .70**  .03  .81**  .02

衝突測量變項

1. 對他態度不好 .37**  .01  .35**  .01

2. 很生氣地對他大小聲 .42**  .02  .42**  .03

3. 因為他不同意你的看法而 跟他爭執 .35**  .01  .34**  .01

***p < .01.

由表 3可知無論與母親或父親互動的親密感和衝突感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統計考驗 p值均
小於 .001達顯著水準，具潛在因素測量之指標性。與母親親密感的五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65
至 .99間，其中以「會問母親對重要事情的看法」（ .99）以及「會注意聽母親的看法或想法」（ 
.96）二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偏高，表示詢問和參考母親對重要事件的看法是青少年和母親維繫親密感
的重要指標，反觀衝突感之三題題項因素負荷量介於 .35至 .42，且三題的因素負荷量值差不多，代
表此三題項對於衝突感此潛在構念具相當的重要性。
於父親部分，親密因子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76至 1.03之間，當中以「會問父親對重要事情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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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03）和「會注意聽父親的看法或想法」（1.02）最具代表性，顯示在青少年與父親的親密
互動中，和父親討論自己的想法並聆聽父親的回饋具有重要之意涵。衝突因子的因素負荷量範圍在 
.34至 .42間，且三題的因素負荷量值相近，表示此三題對衝突因子的重要性相差無幾。此外，父母
間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僅存在些微差距且數值高低分布情形相近，顯示青少年與雙親的「親密感」
跟「衝突感」心理構念之潛在結構雖不全然相同但極為相似。

（三）親子關係親密衝突二因素三類型

因素混合模式分析依照高三時期青少年與母親親密感與衝突感的因素分數（factor score）高低
分佈型態，拆解出三組異質性高低類型（見圖 1）。

圖 1
親密感與衝突感高低類型（母親）

本研究所設定之因素分數量尺為標準化之分數，其中平均數等於 .00，變異量等於 1.00。另
外，Mplus內鍵設定第三組為參考組，其親密感與衝突感分數設定為 .00。本研究為凸顯各類型間
的親密與衝突差異而且不改變各組的相對位置，特將所有組別的親密與衝突平均數平移到 +1.00。
從圖 1的整體型態可以顯示，本研究之 FMM分析結果將高三青少年對母親的親密感與衝突感拆解
出三組高、低迥異類型。如果以第三組的親密與衝突分數分別都是正分數 1.00為參考組，圖 1的
第一組的親密感平均得分為 + .70在三組中屬於中間、衝突感平均得分為 +4.23在三組中也位居中
間，此類型青少年與母親的互動關係中，其感受到的親密感和衝突感均僅次於最高分組，可知此
類型青少年與母親的互動經驗中，既親密又衝突其內在感受極為拉扯、糾結與矛盾，因此本研究
將此高親密高衝突組命名為「矛盾混合型」，共有 742人（佔 41%）。圖 1第二組的青少年與母
親的親密感為三組中最低，平均數為 + .58，而衝突感卻最高，平均數為 +7.67，此類型青少年與
母親的互動經驗中，擁有最低的親密感受但有最強烈的衝突感，可知此類型青少年與母親的關係
中有較多的衝突、攻擊、憤怒等情緒激動經驗且可能與母親意見不合而起爭執或對母親大小聲，
故本研究將此類型命名為「衝突爭執型」，共有 98人（佔 5%）。第三種類型的親密感和衝突感
平均得分皆為 +1.00，相較於前述兩類型，此類型的青少年與母親的親密感最高，而衝突感明顯比
前兩類型低屬於最低衝突的一組，可知此類型青少年與母親的互動中，可能有較多的情感支持，
較少的衝突爭執，此為正向、支持、接納、尊重與愛的親子互動，本研究將此親密感稍偏高衝突
感相對偏低的類型命名為「親近和諧型」，共有 951名高三受試者（佔 53%）被歸類為此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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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親密感與衝突感高低類型（父親）

相對地，圖 2展示青少年與父親親密感與衝突感的因素分數高低分佈三組異質性類型。因父親
與母親的親密衝突因素負荷量相似，代表其與母親跟與父親的「親密感」與「衝突感」之潛在變項
結構相近，換言之，與母親的「親密感」跟與父親的「親密感」心理構念意義相同。「衝突感」亦然。
因此本研究在與父親的親密衝突類型命名上採用與母親相似的原則，以組間相對分數高低為判斷準
則。首先，從圖 2中發現，相較於其他兩組，第一組的親密感平均數最低、衝突感平均數最高，分
別是 + .84和 +7.97，意味著此類型的青少年與父親互動時，鮮少有親近關懷的親和感，但有極高的
衝突感，可知其親子互動經驗中，青少年常因意見不合與父親發生爭執或對父親大小聲、起口角等，
本研究將此低親密高衝突組命名為「衝突爭執型」，共有 101人（佔 6%）。從圖 2中進一步發現，
第二組青少年與父親的互動經驗中，與父親的親密感比另外兩組高，平均數為 +1.04。然而，其對
父親的衝突感平均數屬於中間值 +4.47，可知他們與父親有較深厚親密連結的同時也常與父親有激
烈的爭執，在親密衝突交錯的經驗中，心中抱持著模糊不清的感受，故本研究將此高親密高衝突組
命名為「矛盾混合型」，共有 518人（佔 30%）。最後一類型青少年的親密感和衝突感平均得分皆
為  +1.00，其親密感平均數為三組中排序第二，衝突感卻顯著低於前兩類型，代表此階段青少年與
父親維繫著恰如其分的親密感且擁有較少的衝突經驗，故本研究將此親密感居中衝突感相對偏低的
類型與母親類型同樣地命名為「親近和諧型」，共有1,122名高三受試者（佔64%）被歸類為此類型。
綜合分析上述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地區處於高中三年級階段的青少年，無論與父親或是母親互動時，
其所感知的衝突感顯著高於親密感，且各類型間的衝突感高低有明顯差異，但各類型間的親密感卻
普遍地低落。可知，容易與父母發生衝突是此階段青少年親子關係的共通特色。然而就各類型的人
數比例而言，以「親近和諧型」的組別人數比例最多（母親：53%；父親：64%），表示衝突雖為
高三青少年的親子關係特色，但多數青少年與父母縱使有衝突、爭執和意見不合等，但就整體關係
而言仍屬和諧。

（四）各親子關係類型之親密衝突典型行為

為更深入理解各類組青少年與父母互動之典型行為，本研究進一步檢驗各親子關係類型在親密
衝突題項反應之截距估計值。表 4為各類型親密衝突題項之截距估計值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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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類型親密衝突題項之截距估計值摘要表

母親 父親

矛盾 
混合型 

742 
（41%）

衝突 
爭執型 
98人 
（5%）

親近

和諧型

951人
（53%）

衝突

爭執型

101人
（6%）

矛盾

混合型

518人
（30%）

親近

和諧型

1,122 人
（64%）

親密測量變項

會問他對重要事情的看法 2.00 1.89 2.30 1.55 1.76 1.72

會注意聽他的看法或想法 2.09 1.97 2.37 1.75 1.96 1.92

會關心他 2.36 2.26 2.60 2.01 2.19 2.15

讓他覺得很窩心 1.65 1.58 1.85 1.37 1.52 1.49

以他為榜樣 1.62 1.53 1.83 1.50 1.66 1.62

衝突感

對他態度不好 1.86 3.12  .68 3.05 1.82  .61

很生氣地對他大小聲 1.82 3.27  .45 3.25 1.79  .35

因為他不同意你的看法而跟他爭執 1.96 3.15  .84 3.03 1.84  .67

圖 3a與圖 3b分別為各類型與母親和父親的親密衝突典型反應。各類型在所有親密題項反應之
截距估計值極為相近，表示在詢問父母對重要事情看法、注意聽父母的意見、關心父母、讓父母親
覺得窩心和以父母為榜樣等親近行為上，各類型青少年從事上述行為的頻率相當，僅有些許差距。
與母親互動中（圖 3a）親近和諧型的青少年最常與母親有親近行為，其次為矛盾混合組，衝突爭
執組的青少年主觀上認為自己最不常與母親親近。反觀父親部分（圖 3b），以矛盾混合組青少年
自覺與父親有較多的親近行為，其次為親近和諧型，亦以衝突爭執組與父親的親近行為反應最低。 

圖 3a 
各類型親密衝突典型反應（母親）

圖 3b 
各類型親密衝突典型反應（父親）

M-C1 M-C2 M-C3

2.00 1.89 2.30

2.09 1.97 2.37

2.36 2.26 2.60

1.65 1.58 1.85

1.62 1.53 1.83

1.86 3.12 0.68

1.82 3.27 0.45

1.96 3.15 0.84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2.00 2.09 
2.36 

1.65 1.62 
1.86 1.82 

1.96 1.89 1.97 
2.26 

1.58 1.53 

3.12 
3.27 

3.15 

2.30 2.37 
2.60 

1.85 1.83 

0.68 
0.45 

0.84 

組別特定親密衝突典型反應（母親）

M-C1 M-C2 M-C3

Intercepts ( group-specific)F-C1 F-C2 F-C3 Intercepts ( group-specific)

B1 1.55 1.76 1.72 B1

B2 1.75 1.96 1.92 B2

B3 2.01 2.19 2.15 B3

B4 1.37 1.52 1.49 B4

B5 1.50 1.66 1.62 B5

B6 3.05 1.82 0.61 B6

B7 3.25 1.79 0.35 B7

B8 3.03 1.84 0.67 B8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1.55 
1.75 

2.01 

1.37 
1.50 

3.05 
3.25 

3.03 

1.76 
1.96 

2.19 

1.52 
1.66 

1.82 1.79 1.84 
1.72 

1.92 
2.15 

1.49 
1.62 

0.61 
0.35 

0.67 

組別特定親密衝突典型反應（父親）

F-C1 F-C2 F-C3

從圖 3a及圖 3b的曲線變化，可得知各類型在衝突題項的截距估計值有顯著差異。從圖 3a可
發現，衝突爭執組在所有衝突題項的截距估計值明顯高於另兩組，代表衝突爭執型青少年與母親互
動的典型反應即為高衝突，其次，以矛盾混合組與母親有較多的衝突行為，以親近和諧型的青少年
最少與母親有衝突行為。相同地，從圖 3b可發現與父親互動中，以衝突爭執組別和父親最常發生
爭執，其次為矛盾混合組，親近和諧型的青少年與父親發生衝突的頻率最低。
綜合上述，無論與母親或是與父親互動，在親近行為方面三組差異不大，而主要的組別差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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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展現在衝突行為的高中低。代表各類型青少年主觀上認為自己與父母的親近行為反應普遍雷同，
但在衝突行為反應上具有明顯組間差異，衝突爭執組的典型反應即為高衝突、矛盾混合組的衝突行
為居中，親近和諧組的衝突行為反應顯著低落。

（五）各關係類型在親子互動中訊息坦露程度與關係滿意度之差異

了解親密衝突親子關係類型後，本研究希望進一步探究不同互動類型對親子關係互動行為與關
係滿意度之影響。表5呈現各關係類型青少年與母親互動時訊息坦露程度和關係滿意度的組間差異。
整體而言，「親近和諧型」青少年與母親互動時，彼此的訊息表露程度最高（媽媽會告訴你她的想法：
2.35、你會讓媽媽知道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1.39）其親子關係滿意度（你和媽媽在一起時快
不快樂：2.54、對母親的關係滿意程度：2.22）之平均值在三組中亦最高。相反地，「衝突爭執型」
的親子關係滿意度最低（你和媽媽在一起時快不快樂：1.79、對母親的關係滿意程度：1.47）。從
組間平均數差異顯著考驗比較各親子關係類型的親子間訊息坦露程度和親子關係滿意度發現，當矛
盾混合型（C1）與衝突爭執型（C2）相比較時，在「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媽媽會告訴你他的
想法」和「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你會讓媽媽知道多少？」未達顯著差異。代表無論混合矛盾
型或衝突爭執型青少年均認為有關自己的事情決定後，母親仍向其表達個人看法的機會相當，青少
年會跟母親分享個人隱私的程度亦相差不多。顯示矛盾混合型和衝突爭執型青少年與母親間的訊息
分享程度無所差別。而在「你和媽媽在一起時快不快樂？」和「過去一年來，對於你和母親的關係
滿意程度如何？」兩題項的平均值，矛盾混合型顯著高於衝突爭執型，可能因為矛盾混合型的青少
年與母親有相當程度的親密，故在與母親相處時比衝突爭執型較能感知到親子互動的愉悅感，且對
母親的親子關係認知滿意度亦高過於衝突爭執型。在矛盾混合型（C1）和親近和諧型（C3）比較
以及衝突爭執型（C2）和親近和諧型（C3）比較中，發現親近和諧型的平均值普遍高於另兩類型，
唯有在「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媽媽會告訴你他的想法」，親近和諧型（C3）和衝突爭執型（C2）
間無顯著差異，表示當青少年為自己的事情做完決定後，母親仍會向青少年表達其想法此議題上，
親近和諧型和衝突爭執型的青少年主觀感受相差無幾。

表 5
母親親密衝突類型之親子間訊息坦露程度與關係滿意度顯著性考驗

矛盾混合型（C1）
742人（41%）

衝突爭執型（C2）
98人（5%）

親近和諧型（C3）
951人（53%）

整體

差異

C1 
v.s
C2

C1 
v.s
C3

C2 
v.s
C3

Mean　S.E. Mean　S.E. Mean　S.E.

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媽媽

會告訴你他的想法
2.06 .05 2.24 .18 2.35 .05 ** ns ** ns

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你

會讓媽媽知道多少
1.17 .03  .91 .13 1.39 .03 ** ns ** **

你和媽媽在一起時快不快樂 2.19 .03 1.79 .12 2.54 .02 ** ** ** **

過去一年來，對於你和母親的

關係滿意程度如何
1.94 .02 1.47 .11 2.22 .02 ** ** ** **

註：顯著考驗以Mplus 8.3內建設定之 BCH功能進行（Asparouhov & Muthen, 2014）。
** p < .01.

表6為青少年與父親的三種親密衝突類型與親子互動中訊息坦露程度及滿意度的關聯性。首先，
「親近和諧型」的青少年與父親的親子訊息坦露程度（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爸爸會告訴你他的
想法：1.95、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你會讓爸爸知道多少：1.03）以及親子關係滿意度（你和
爸爸在一起時快不快樂：2.27、對父親的關係滿意程度：1.98）分數最高，而「衝突爭執型」之訊
息揭露與滿意度得分屬於三組中最低。由上可知，親近和諧型的青少年與父親間願意彼此分享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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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對父親的親子關係滿意度高，相對地，衝突爭執型的青少年與父親的相處經驗中，不但迴避分享
且對親子關係感到不滿意。組間顯著考驗發現，無論是「親近和諧型」、「衝突爭執型」亦或是「矛
盾混合型」，兩兩類型之間針對「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爸爸會告訴你他的想法」以及「你不想讓
別人知道的事情，你會讓爸爸知道多少？」都未達顯著差異。代表不同親密衝突類型青少年主觀感
知到當事情決定後，父親會表達其想法的機會不分軒輊，且青少年願意向父親透漏私密事的機會亦
如出一轍。
另外，針對「你和爸爸在一起時快不快樂？」此測量題項，「矛盾混合型」顯著高於「衝突爭

執型」，代表矛盾混合型青少年比衝突爭執型在與父親互動，更能感受到愉悅、開心等正向情緒，
對親子關係持有較高的情緒滿意度。至於「親近和諧型」也顯著高於「衝突爭執型」，再次顯示當
與父親有一定程度的親密感後，青少年更能敞開心胸，察覺到親子互動中的正向感受。相同地因為
親密感較高，因此當「親近和諧型」與「矛盾混合型」二者比較時，「親近和諧型」青少年更能深
刻地感知到與父親相處時的愉悅、快樂和開心等情緒感受，而擁有高親子關係情緒滿意度。最後，
針對「過去一年來，對於你和父親的關係滿意程度如何？」此認知滿意度之題項，「矛盾混合型」
顯著高於衝突爭執型，顯示親密感較高的矛盾混合型對父親的關係滿意度比起親密感較低的衝突爭
執型高。又，親密感最高的「親近和諧型」顯著高於親密感最低的「衝突爭執型」，而「親近和諧型」
也顯著高於親密感次高的「矛盾混合型」青少年，此一結果再再顯示，青少年與父親的親密感高低
對其與父親關係的滿意度高低扮演關鍵性角色。

表 6
父親親密衝突類型之親子間訊息坦露程度與關係滿意度顯著性考驗

衝突爭執型（C1）
101人（6%）

矛盾混合型（C2）
518人（30%）

親近和諧型（C3）
1,122人（64%）

整體

差異

C1 
v.s
C2

C1 
v.s
C3

C2 
v.s
C3

Mean S. E. Mean S. E. Mean S. E.

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爸爸

會告訴你他的想法
1.88 .16 1.90 .06 1.95 .05 ns ns ns ns

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你

會讓爸爸知道多少
 .86 .10  .97 .03 1.03 .03 ns ns ns ns

你和爸爸在一起時快不快樂 1.73 .13 2.09 .03 2.27 .03 ** ** ** **

過去一年來，對於你和父親的

關係滿意程度如何
1.43 .12 1.84 .03 1.98 .02 ** ** ** **

註：顯著考驗以Mplus 8.3內建設定之 BCH功能進行（Asparouhov & Muthen, 2014）。
** p < .01.

討論與建議

首先，本研究發現無論與父親或母親互動，青少年主觀認定的親子關係類型均可為三類，與吳
明燁（2016）將親子關係內涵分為三類相呼應。但不同於部分文獻（Hadiwijaya et al., 2015, 2017; 
Silverstein et al., 2010）將親子關係分為四類型，本研究未發現低親密低衝突的疏離冷漠型。可能是
華人家庭關係較西方緊密，親子間的情感連結深厚，且高三階段多與父母同住，父母仍是主要經濟
來源、生活起居、情感依附的主要提供者，促使子女願採開放、坦然而非自我封閉的親子互動。本
研究發現，親子關係類型以親近和諧型居多，其次為矛盾混合型，以衝突爭執型人數最少。此結果
可能解釋有二：首先，從文化角度解釋。華人文化極為強調盡義務的積極意義，縱使父母的教養行
為易引發子女不滿的情緒，但子女通常會正面詮釋父母行為背後的意涵（吳明燁，2016）。意味著
華人自古對後生晚輩的訓勉，例如，「天下無不是父母」、「愛之深、責之切」等，在文化薰陶中，
華人子女似乎更能以正向角度詮釋親子衝突；其次，隨著民主化潮流，父母權威逐漸式微，父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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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以尊重、陪伴、鼓勵等方式與子女互動，親子關係轉為類平輩的朋友關係，在此轉變中亦影響子
女對父母的看法。另外，本研究發現三成到四成的青少年對父母感到矛盾，不同於國外 Steinbach
（2008）研究發現親子關係類型中以矛盾型的人數比例最低。可能原因在於華人的親子關係更為糾
結，青少年在尋求自我獨立的同時，仍難捨父母的寄望。本研究結果再次顯現出華人親子互動的獨
特內涵。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親子關係的親密感整體偏低、衝突感普遍偏高，此研究結果和過去研

究雷同（Brković et al., 2014; Yu, 2019）。隨著青少年的身心發展趨於成熟、自主需求擴張等，與
父母的親密感逐漸降低、衝突感增加。（Hadiwijaya et al., 2017; Van Doorn et al., 2011; Zhao et al., 
2015）。親子間常因對事物的信念、態度和價值觀差異而導致衝突（Riesch et al., 2003）。從自主
發展的角度而言，這些衝突的產生可能是因為青少年和父母對適當行為的期望不同，特別是在權力、
自主權和責任方面的認知差異。尤其到了青少年中期的高中生，在生活自理或自我掌控能力上相較
提升，若父母不隨之調整教養方式，親子衝突便一觸即發（Branje, 2018; Deković et al., 1997）。國
內學者亦說明，高中生在身心各方面趨於成熟，不僅減少對父母的依賴且更積極探索並拓展生活能
力，因而與父母有更多的權力折衝（林惠雅，2007）。學業表現是導致高中親子關係衝突的另一個
原因，高中的課程難度較高、學校環境較為複雜，子女更容易感到焦慮與挫折（Lehman & Repetti, 
2007），而父母的加壓、成就導向控制、對學業的要求等對親子關係有直接的負面影響（Karbach 
et al., 2013）。尤其在光宗耀祖、興盛家道等儒家文化影響下，親子間對於課業成績與品行道德要
求標準的落差更是主要親子衝突來源（葉光輝等人，2006）。除自主權的爭取和學業表現外，引發
青少年親子衝突的原因擴及生活各層面，諸如家庭事務、手足之爭、個人衛生、儀容外表、生活作
息、生活態度、時間管理、社交生活、金錢花用、父母婚姻狀況以及父母教養態度等（林惠雅，
2007；Branje, 2018; Brković et al., 2014; Razali, 2013; Renk et al., 2005）。
依據本研究結果，青少年與雙親的親子互動型態均可分為親近和諧型、矛盾混合型以及衝突爭

執型，可見親代的性別差異對親子關係類型的分類組數無明顯差異，但進一步檢視各類型的人數比
例，與母親的互動經驗中，親近和諧型有 53%、衝突爭執型 5%、矛盾混合型佔 41%，反觀與父親
相處部分，親近和諧型有 64%、衝突爭執型 6%、矛盾混合型 30%。加以分析比對雙親的各類型人
數比例，可發現除衝突爭執型的人數比例相當之外，在親近和諧型的人數分配上，父親多於母親，
在矛盾混合的人數比例上則母親高於父親。顯示在青少年的主觀感知上，與父親親密的人數多於和
母親親密，而對母親存有矛盾感的人多過於對父親感到矛盾。不同於過去文獻認為，青少年與父
親間存有較多的爭執、衝突和疏離感（Ashraf & Najam, 2011; Regnerus, 2006; Renk et al., 2005）。
此可能是隨著家庭結構的改變，父親不再僅是扮演工具性角色，同時須承擔養育、教養、陪伴等父
職角色，有更多機會表露對子女的關愛與呵護，在情感交流間醞釀出青少年對父親的親近感。在矛
盾感受部分，本研究結果與現有文獻一致，子女對母親存有更多的矛盾感（Cotar-Konrad, 2016; De 
Goede et al., 2008; Tighe et al., 2016）。在子女眼中，母親仍是擔任主要的教養者、生活照料者以及
情緒照顧者，在頻繁接觸中，子女易感受到與母親親密同時衝突的矛盾糾結感（Liu et al., 2015; Tsai 
et al., 2013）。整體觀之，本研究結果與 Shek（2000）研究結果相似，傳統「父嚴母慈」的教養模
式已隨著父權逐漸式微而演變成「母嚴父慈」。隨著父母對於教養角色的分工變化，子女對此產生
不同的情感反應。
在結果變項方面，親近和諧型的青少年與父母有最多訊息交流的互動行為，且對關係滿意度最

高，而衝突爭執型青少年，不僅迴避親子溝通且對關係滿意度最低。可見，良善的親子關係對親
子互動具保護性之功能（Wu & Lee, 2020），與父母關係親近的青少年，傾向於和父母溝通且對關
係感到滿意，在真誠互動的過程亦強化親子連結，形成親子關係的良性循環（卓馨怡、利翠珊，
2008）。反之，在對立、摩擦、緊張的親子互動中，子女自然而然對親子關係感到厭惡、排斥與抗
拒等負向觀感。而採取逃避或激烈的方式和父母互動（Cicognani & Zani, 2010; Zhao et al., 2015 ）。

（一）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乃為國內在親子關係領域少有之嘗試與突破，透由釐清與驗證獲得一些有意義的結果，
研究之發現不僅有助學術領域之參考，亦提供實務工作者更具體理解青少年如何知覺親子關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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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親子關係的本質有更具象的捕捉與描繪。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雖區辨出三種親子關係類型，但
仍屬初探性質，有待更多實徵研究之驗證。提出下列幾點方針，期待未來研究可以持續突破以獲得
更堅實的結論。首先，親子關係為親代與子代共同經營而來、交錯互動所建構而成，本研究僅關注
於子代對親子關係的知覺，並未進一步探究親代對子代的感知，在親子互動中，親代與子代如何詮
釋彼此的關係更能貼近親子互動的真實樣貌，擬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採以對偶分析之方式進行研
究，希冀能對親子互動樣態有更全面性的掌握。其次，在研究對象採樣上，本研究使用中研院「台
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第六波資料，此研究對象分布於台北縣、台北市及宜蘭縣，均為
北部地區青少年，在全國代表性的推論上有待商榷。故建議未來研究可再加入中部、南部及東部等
地區的研究對象，更能代表全台灣地區青少年親子關係樣態。

（二）對臨床實務工作者的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果與討論，台灣地區高三青少年的親子關係類型可分為親近和諧型、矛盾混合型
以及衝突爭執型三類組，有助臨床實務工作者更具體地從青少年的主觀知覺中，理解到親子關係的
類型。除昔日熟悉的親密與衝突親子關係外，仍有不少青少年對於父母的感受是矛盾的，在愛與憤
怒交織中，其情緒更難以說出口，臨床實務工作者可更細膩地引導青少年覺察自己內在複雜的情緒
感受，有助其釐清並緩解不安的矛盾困頓感。此外，高衝突低親密雖為青少年階段的關係特徵，但
本研究進一步進行各親子關係類型在親子互動中訊息坦露程度與滿意度的差異比較，得知親密因子
乃是維繫良好親子關係的重要元素。倘若實務工作者可提供青少年子職教育相關知識，培養青少年
親子關係經營與因應親子困境的多元策略，有助其在健康、積極、正向的親子關係中成長。

參考文獻

王郁琮、溫福星（2012）：〈國中生學校學習與家庭關係困擾之群體異質性分析：以 IRT Mixture 

Model〉。《教育心理學報》，44（1），185–206。 [Wang, Y.-C., & Wen, F.-H. (2012).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learning disturbances in middle school and family relationship at home: 

Applications of IRT mixture model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4(1), 185–206.] https://

doi.org/10.6251/BEP.20111014

王郁琮、李佳儒（2018）：〈國中青少年三波段自尊類型潛藏轉移對心理適應之研究〉。《教育心 

理學報》，50（1），53–82。[Wang, Y.-C., & Li, J.-R. (2018). Thre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on 

latent transition of self-esteem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adolescenc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0(1), 53–82.] https://doi.org/10.6251/BEP.201809_50(1).0003

伊慶春（2019）：〈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J1）第六波，青少年問卷（C00238_3）〉

【原始數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Yi, C.-C. (2019). Taiwan Youth Project: J3W1T (Public Access Data) (C00238_3)[data file].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Academia Sinica.] https://doi.org/10.6141/TW-SRDA-C00238_3-2

吳明燁（2016）：《父母難為：臺灣青少年教養的社會學分析》。五南。[Wu, M.-Y. (2016). 

Parenting dilemm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parenting teenagers in Taiwan. Wu Nan.]

卓馨怡、利翠珊（2008）：〈成年子女的孝道責任與焦慮：親子關係滿意度的影響〉。《本土心

理學研究》，30，155–197。[Chuo, H.-Y., & Li, T.-S. (2008). Filial obligation and anxiety of 

adult children: The effect of satisfaction with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教 育 心 理 學 報722

Research in Chinese, 30, 155–197.] https://doi.org/10.6254/2008.30.155

周玉慧（2015）：〈青少年至成年初期親子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中華心理學刊》，57（1），

67–89。[Jou, Y.-H. (2015). Longitudinal effect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on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7(1), 67–89.] https://doi.org/10.6129/CJP.20140831

周玉慧、吳明燁、黃朗文（2010）：〈當中年遇到青少年：親子關係類型與父母中年生活感受〉。

《臺灣社會學》，20，1–37。[Jou, Y.-H., Wu, M.-Y., & Huang, L.-W. (2010). When middle-aged 

parents meet adolescent childr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atterns and parent's midlife perceptions. 

Taiwan Sociology, 20, 1–37.] https://doi.org/10.6676/TS.2010.20.1
林惠雅（2007）：〈青少年獨立自主發展之探討〉。《應用心理研究》，35，153–183。[Lin, H.-Y. (2007).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35, 153–183.]
林惠雅、蕭英玲（2017）：〈青少年時期親子關係滿意度的變化：生態脈絡的影響〉。《教育心理 

學報》，49（1），95–111。[Lin, H.-Y., & Hsiao, Y.-L. (2017). Change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during adolescence: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context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9(1), 95–111.] https://doi.org/10.6251/BEP.20161007

高子淳、葉光輝、何文澤（2019）：〈多重時空框架經驗整合能力內涵及其對成人親子關係的效果〉。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4，91–122。[Kao, T.-C., Yeh, K.-H., & Ho, W.-T. (2019). The 

construct of capacity of integrating cross-time-and-space experience and its effect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 children and aging parents.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54, 91–

122.] 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19010054004

陳貽照、李美枝（2012）：〈親子共生體系中子代對親代權控與順從的認知及反應〉。《玄奘

社會科學學報》，10，71–102。[Chen, Y.-J., & Li, M.-C. (2012). Children’s recognition and 

conformity toward the parents’ control of children’s life events in parent-child mutualism system. 

Hsuan Chua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0, 71–102.]

葉光輝（2017）：《從親子互動脈絡看華人性格的養成》。五南。[Yeh, K.-H. (2017).  From parent-

child interaction networks to see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Wu Nan.]

葉光輝、黃宗堅、邱雅沂（2006）：〈現代華人的家庭文化特徵：以臺灣北部地區若干家庭的探討

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25，141–198。[Yeh, K.-H., Huang, T.-C., & Chiu, Y.-Y. (2006).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hinese family culture: A study of 24 familes in northern Taiwan.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25, 141–198.] 

羅國英（計畫主持人）（1997）：《J. S.青少年至成人前期之親子關係的測量》（計劃編號：

NSC-86-2413-H-031-004-G11）。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科技部。https://www.

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297016 [Lo, K.-Y. (Principal Investigator). (1997). Measurement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s and pre-adults (NSC-86-2413-H-031-004-G11) 

(Grant).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297016]  

羅國英（計畫主持人）（2003）：《青少年親子衝突知覺的演變歷程》（計編號：NSC89-2413-H-

031-002-SSS）。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科技部。https://www.grb.gov.tw/search/



青少年親子關係與互動差異 723

planDetail?id=505165 [Lo, K.-Y. (Principal Investigator). (2003). Perceived Parent-Child Conflict in 

Adolescents: The Transition and Duration Models (NSC89-2413-H-031-002-SSS) (Grant).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505165]

Akın, R., Breeman, L., Meeus, W., & Branje, S. (2020).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 quality as 

a predictor of leaving hom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79, 81–90. https://doi.org/10.1016/

j.adolescence.2019.12.017

Ashraf, F., & Najam, N. (2011).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s, 21(2), 77–92.

Asparouhov, T., & Muthén, B. (2014). Auxiliary variables in mixture modeling: Using the BCH method 

in Mplus to estimate a distal outcome model and an arbitrary secondary model. Mplus Web Notes, 

21(2), 1–22. 

Blos, P. (1967). The second individuation process of adolescence.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22(1), 162–186. https://doi.org/10.1080/007 97308.1967.11822595

Bong, M. (2008). Effect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s on motivation, help-

seeking avoidance, and cheating.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76, 191–217. https://doi.

org/10.3200/JEXE.76.2.191- 217

Branje, S. (2018). Development of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Conflict interactions as a mechanism of 

change.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2(3), 171–176. https://doi.org/10.1111/cdep.12278

Bakk, Z., & Kuha, J. (2018). Two-step estimation of models between latent classes and external variables. 

Psychometrika, 83(4), 871–892. https://doi.org/10.1007 /s11336-017-9592-7

Bakk, Z., Oberski, D., & Vermunt, J. (2014). Relating latent class assignments to external variables: 

Standard errors for correct inference. Political Analysis, 22(4), 520–540. https://doi.org/10.1093/pan/

mpu003

Berg, N., Kiviruusu, O., Karvonen, S., Rahkonen, O., & Huurre, T. (2017). Pathways from problems in 

adolescent family relationships to midlife mental health via early adulthood disadvantages-a 26-year 

longitudinal study. PloS one, 12(5), Article e017813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78136

Birditt, K., Miller, L., Fingerman, K., & Lefkowitz, E. (2009). Tensions in the parent and adult child 

relationship: Links to solidarity and ambivalence. Psychology and Aging, 24(2), 287–295. https://

doi.org/10.1037/a0015196

Bolck, A., Croon, M., & Hagenaars, J. (2004). Estimating latent structure models with categorical variables: 

One-step versus three-step estimators. Political Analysis, 12(1), 3–27. https://doi.org/10.1093/pan/

mph001

Brković, I., Keresteš, G., & Levpušček, M. P. (2014). Trajectories of chang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dolescent school-related conflic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34(6), 792–815. https://doi.org/10.1177/0272431613503213

Brouillard, C., Brendgen, M., Vitaro, F., Dionne, G., & Boivin, M. (2019). Predictive links between 

genetic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and trajectories of warmth and conflict in the mother-adolescent 



教 育 心 理 學 報724

and father-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5(8), 1743–1757. https://doi.

org/10.1037/dev0000 751

Cotar-Konrad, S. (2016).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style and conflict outcome: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Psihologija, 49(3), 245–262. https://doi.org/10.2298/psi1603245c

Celeux, G., & Soromenho, G. (1996). An entropy criterion for assessing the number of clusters in a mixture 

model. Journal of Classification, 13(2), 195–212.

Cicognani, E., & Zani, B. (2010). Conflict styles and outcomes in families with adolescent Children. Social 

Development, 19(2), 427–436. https://doi.org/10.1111/j.1467-9507.2009.00545.x

Clark, S. L., Muthén, B., Kaprio, J., D’Onofrio, B. M., Viken, R., & Rose, R. J. (2013). Models and 

strategies for factor mixture analysis: An example concerning the structur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20, 681–703. https://doi.org/10.1080/10705511.2013.824 

786

Collins, W., & Russell, G. (1991). Mother-child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s in middle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Developmental Review, 11(2), 99–136. https://doi.

org/10.1016/0273-2297(91)90004-8

De Goede, I., Branje, S., & Meeus, W. (2008).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ar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8(1), 75–88. https://doi.

org/10.1007/s10964-008-9286-7

Deković, M., Noom, M., & Meeus, W. (1997). Expectations regarding development during adolescence: 

Parental and adolescent perception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6(3), 253–272. https://doi.

org/10.1007/s10964-005-0001-7

Furman, W., & Buhrmester, D. (1985).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ir social 

network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1(6), 1016–1024.

Hadiwijaya, H., Klimstra, T., Vermunt, J., Branje, S., & Meeus, W. (2015).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n adjusted person-centered approach.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2(6), 

728–739. https://doi.org/10.1080/17405629.2015. 1110519.

Hadiwijaya, H., Klimstra, T., Vermunt, J., Branje, S., & Meeus, W. (2017). On the development of harmony, 

turbulence, and independence in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 fiv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6(8), 1772–1788.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6-0627-7

Hair, E. C., Moore, K. A., Garrett, S. B., Ling, T., & Cleveland, K. (2008). The continued importance of 

quality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during late adolescenc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8(1), 187–200. https://doi.org/10.1111/j.1532-7795.2008.00556.x

Han, Y., & Jun, W. (2014).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its effects on satisfaction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unway Academic Journal, 7, 48–62. 

Howard, M., & Hoffman, M. (2017). Variable-Centered, Person-Centered, and Person-Specific Approache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1(4), 846–876. https://doi.org/10.1177/1094428117744021

Hutchinson, E., Rosen, D., Allen, K., Price, R., Amole, M., & Silk, J. (2019). Adolescent gaze-directed 



青少年親子關係與互動差異 725

attention during parent-child conflict: The effect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 50(3), 483–493. https://doi.

org/10.1007/s10 578-018-0856-y

Karbach, J., Gottschling, J., Spengler, M., Hegewald, K., & Spinath, F. (2013).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 as predictors of domain-specific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early adolescence.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23(1), 43–51. https://doi.org/10.1016/j.learninstruc.2012.09.004

Lanza, S., Tan, X., & Bray, B. (2013). Latent class analysis with distal qutcomes: A flexible model-based 

approac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20(1), 1–26. https://doi.

org/10.1080/10705511.2013. 742377

Lehman, B., & Repetti, R. (2007). Bad days don’t end when the school bell rings: The lingering effects of 

negative school events on children’s mood, self-esteem, and perceptions of parent? child interaction. 

Social Development, 16(3), 596–618. https://doi.org/10.1111/j.1467-9507.2007.00398.x

Lewis, C., & Lamb, M. (2003). Fathers’ influence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e evidence from two-

parent famil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8(2), 211–228. https://doi.

org/10.1007/bf03173485

Liu, J. H.-F., Yeh, K.-H., Wu, C.-W., Liu, L., & Yang, Y. (2015). The importance of gender and affect in the 

socialization of adolescents’ beliefs about benevolent author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y.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8(2), 101–114. https://doi.org/10.1111/ajsp.12102

Lubke, G., & Muthén, B. O. (2005). Investigating population heterogeneity with factor mixture models. 

Psychological Methods, 10, 21–39. https://doi.org/10.10 37/1082-989X.10.1.21

Lubke, G ., & Muthén, B. O. (2007). Performance of factor mixture models as a function of model size, 

covariate effects, and class-specific parameter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14(1), 26–47. https://doi.org/10.1207/s15328007sem1401_2 

Lubke, G., & Neale, M. (2006). Distinguishing between latent classes and continuous factors: Resolution by 

maximum likelihood?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41(4), 499–532. https://doi.org/10.1207/

s15327906mbr4104_4

Mastrotheodoros, S., Van der Graaff, J., Deković, M., Meeus, W., & Branje, S. (2019).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across adolescence: Trajectories of informant discrepancies and associations with personality 

type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9(1), 119–135.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9-

01054-7

Masyn, K. E., Henderson, C. E., & Greenbaum, P. E. (2010). Exploring the latent structures of 

psychological constructs in social development using the dimensional-categorical spectrum. Social 

Development, 19(3), 470–493. https://doi.org/10.1111/j.1467-9507.2009.00573.x

Muthén, B. O. (2006). Shoul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be considered as categorical or dimensional? 

Addiction, 101(Suppl. 1), 6–16. https://doi.org/10.1111/j.1360-04 43.2006.01583.x

Muthén, B. O., & Muthén, L. K. (2000). Integrating person-centered and variable-centered analyses: 

Growth mixture modeling with latent trajectory classes. Alcoholism: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教 育 心 理 學 報726

Research, 24(6), 882–891. https://doi.org/10.1111/j.1530-0277.2000.tb02070.x

Muthén, L. K., & Muthén, B. O. (1998–2017). Mplus user’s guide (8th ed.). Muthén & Muthén.

Niu, G., Yao, L., Wu, L., Tian, Y., Xu, L., & Sun, X. (2020). Parental phubbing and adolescent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The rol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self-control.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16, Article 105247.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20.105247

Park, Y. S., Kim, U., & Chung, K. (2004).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n adolesc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With specificfocus 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Kor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Issues, 10(3), 37–59.

Parsons, T., & Bales, R. F. (1955).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Routledge and Kegan 

Pual.

Razali, A. (2013). Child-parent conflict and its impact on adolescents’ self-development. Asi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tudies, 1(5), 345–354.

Regnerus, M. D. (2006).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opportunities for adolescents’ first sex.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7, 159–183. https://doi.org/ 10.1177/0192513X05281858

Renk, K., Liljequist, L., Simpson, J., & Phares, V. (2005). Gender and age differences in the topics of parent-

adolescent conflict. The Family Journal, 13(2), 139–149. https://doi.org/10.1177/1066480704271190

Riesch, S. K., Gray, J., Hoeffs, M., Keenan, T., Ertl, T., & Mathison, K. (2003). Conflic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Parent and young teen perceptions. Journal of Pediatric Health Care, 17(1), 22–31. 

https://doi.org/10.1016/s0891-5245(02)88324-9 

Shek, D. (2000). Differences between fathers and mothers in the treatment of,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teenage children: Perception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35(137), 135–146.

Steinbach, A. (2008).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ambivalence: Types of relationships in German 

famil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9(1), 115–127. https://doi.org/10.3138/

jcfs.39.1.115

Silverstein, M., Gans, D., Lowenstein, A., Giarrusso, R., & Bengtson, V. (2010). Olde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six developed nations: Comparison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ffection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4), 1006–1021.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10.00745.

x

Tein, J., Coxe, S., & Cham, H. (2013). Statistical power to detect the correct number of classes in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20(4), 640–657. https://

doi.org/10.1080/10705511.2013.824781

Tighe, L. A., Birditt, K. S., & Antonucci, T. C. (2016).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in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Implications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over tim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2(5), 

824–834. https://doi.org/10.1037/a0040146

Tsai, K., Telzer, E., & Fuligni, A. (2013).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in perceptions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Child Development, 84(2), 471–484. https://doi.org/10.1111/

j.1467-8624.2012.01858.x



青少年親子關係與互動差異 727

Van Doorn, M., Branje, S., & Meeus, W. (2011).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conflict resolution styles in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 four-wave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0(1), 97–107.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0-9516-7

Vermunt, J. K. (2010). Latent class modeling with covariates: Two improved three-step approaches. 

Political Analysis, 18(4), 450–469. https://doi.org/10. 1093/pan/mpq025

Wu, C.-W., Chen, W.-W., & Jen, C.-H. (2020).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07/s10804-020-09357-x

Wu, C. Y., & Lee, T. S.-H. (2020). Impact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sex on trajectories of children 

internalizing symptom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60, 167–173. https://doi.org/10.1016/

j.jad.2019.09.016

Yu, J. (2019). Longitudinal typologies of perceived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their correlates in adolescence.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98, 132–142.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18.12.026

Zhao, H., Xu, Y., Wang, F., Jiang, J., Zhang, X., & Wang, X. (2015). Chinese adolescents’ coping tactics 

in a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life satisfacti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ping with mother and father.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Article 1572. https://doi.org/10.3389/fps 

yg.2015.01572

收稿日期：2020年 02月 18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0年 09月 03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0年 10月 05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0年 10月 14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 10月 14日



教 育 心 理 學 報728

Heterogeneous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  
and Effects on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Factor  

Mixture Analysis

Ya-Yu Cheng Yu-Chung Lawrence Wang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dolescence is a developmental transition set in motion by a cascade of hormonal changes and accompanied by various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hanges, including changes i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re regarded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in people’s lives due to the profound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bonds involved. 
Intimacy is the essence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However, when adolescents start to strive for more autonomy from their 
parents, changes in family conflicts occur. According to the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perspective and the autonomy–relatedness 
perspective, autonomy development is thought to entail changes in conflict and power in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heterogeneity in scales of intimacy and conflict of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s’ perception of their intimacy and conflict with their parents, and also on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relationship.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Taiwan Youth Project (TYP), a panel longitudinal research project managed b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The TYP investigates young people’s life experiences and development. The first wave of data came from 
adolescents who were seventh graders. Data related to the current study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sixth wave of the project. A 
total of 1745 (857 girls and 888 boys) 12th-grade adolescents (i.e., those in the final year of senior high school in Taiwan) were 
recruited. 

The items in the adolescent survey measured the degree to which adolescents had felt closeness and conflict with their 
fathers and mothers separately in the past year. Intimacy refers to positive affection, consideration of parents’ opinions, 
concern for parents, and respect for parents. Example items include “Inquiring about his/her opinions about important things”; 
“Paying attention to his/her thoughts”;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him/her”; and “Seeing him/her as a model”. Conflict refers 
to quarreling with parents or giving parents attitude. The scale included five items related to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three 
items related to conflict relationships. Responses were given on a four-point Likert scale (from 0 = hardly to 4 = almost always). 
Regard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satisfaction with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dolescents answered the following 
four questions during the sixth-wave assessment: (1) “Will your father/mother tell you their thoughts regarding decisions that 
concern you?” (from 0 = hardly to 4 = almost always); (2) “How much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ivate affairs do you like to 
share with your father/mother?” (0 = none at all to 3 = a lot); (3) “Do you feel happy when you are with your father/mother?” 
(from 0 = very unhappy to 3 = very happy); and (4)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your father/
mother?” (from 0 = very unsatisfied to 3 = very satisfied). Adolescents were asked to rate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both parents 
separately.

The factor mixture model (FMM), implemented in Mplus 8.3,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heterogeneity of intimacy and 
conflict scores, and the BCH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he mean score differences i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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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heterogeneous parent–adolescent classes. The FMM used a hybrid of both categorical and continuous latent variables, 
which allowed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to be simultaneously categorical and dimensional. The study assumed several 
heterogeneous intimacy and conflict subgroups in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The FMM approach was suitable for this 
research because it allowed for heterogeneity within groups through the use of continuous latent variable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First, the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classes, namely 
harmonious, ambivalent, and conflict. The harmonious class was the majority (mother: 53%; father: 64%); the ambivalent class 
was the second largest group (mother: 41%; father: 30%); and the conflict class accounted for the smallest group (mother: 5%; 
father: 6%). Third, the percentage of adolescents who had harmonious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s was higher than that who had 
harmonious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the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had an ambivalent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eople with an ambivalent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the proportions in the conflict class were almost identical 
between fathers and mothers. Finally, adolescents in the harmonious parent–child class were most likely to demonstrate 
information exchange behavior with their parents, and they exhibited the highest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relationships; by 
contrast, adolescents in the conflict class demonstrated the fewest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were the least satisfied with 
their relationship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One type, namely the detached 
class (low intimacy and low conflict), did not appear in the current study. This might be because most of the senior-high-school 
participants still lived with their parents, who are the main providers of financial resources, daily life needs, and emotional 
attachment; thus, adolescents cannot avoi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Second, the harmonious class was the largest among the 
three classes.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Chinese culture emphasizes family cohesion and filial piety; therefore, Chines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re relatively close, which leads to more intimate bonding, closeness, and affec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addition, since Western culture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have become more 
democratic and responsiv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arents adopt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degrees of support, warmth, and autonomy. Third, in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ies, in which fathers are perceived 
as serious and emotionally detached from their children,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adolescents had harmonious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s. This implies that fathers today are more willing to engage in parental activities; thus, they have 
more interactive opportunities to establish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findings, adolescents had 
more ambivalent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compared with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fathers. Mothers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ir children; in addition to daily ca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dolescents and mothers involves more personal and deeper 
psychological feelings. Simultaneously, mothers usually assume greater responsibility for discipline and supervision of 
schoolwork and other activities. Teenagers receive pressure from their mother’s love as well as discipline; hence, they have 
more ambivalent feelings toward their mothers. Regard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satisfaction with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the harmonious parent–child class exhibited the most information exchange behaviors and the highest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relationship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past research that have indicated that close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elicit warmth, supportiveness, and positive communicatio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were also 
found to be major contributors to satisfaction. By contrast, the conflict class exhibited the fewest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were unsatisfied with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arents. This finding is in line with those of previous studies. Several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influences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Conflict will reduce adolesc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parents as well as cause negative feelings toward them. In this situation, 
teenagers are likely to avoid communicating with their parents and refuse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Overall,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heterogeneity in scales of intimacy and conflict in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s. The results specifically revealed three type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harmonious, ambivalent, and 
conflict. However, this research is still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and must be verified in future studies. This study’s limi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re presented as follows: First, only adolescents’ data were adopted; hence, parent–child 
dyadic analysis can be adopted in future research. Second, the participants were all from Northern Taiwan; therefore, future 
studies could include more participants from Taiwan’s Central, Southern, and Eastern regions. 

Keywords: factor mixture model,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 Taiwan Youth Project (T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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